
南宋时期江浙城市的贫困救助
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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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提要：南宋时期，随着市民贫困 化 现 象 的 不 断 加 剧，江 浙 城 市 的 贫 困 救 助 日 趋 活 跃，其 救 助

对象包括贫民、穷民、流民等不同社会群体，救助内容涉及赈饥、救寒、助医、助葬等诸多方面，救

助方式包括有偿赈济、无偿赈济、集中收养等。从中可以看出，传统社会救助开始突破原来的荒

政模式，由临时性的灾荒救 助 转 向 日 常 性 的 生 活 救 助，而 且 城 市 越 来 越 成 为 官 方 救 助 的 重 点。

但此期江浙城市的贫困救助是很完备和不稳定的，许多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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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，宋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转型期。一方面，各级城市越来越多地突破原

有政治和军事性质所构成的限制，由封闭的统治中心转向开放的经济、社会和文化中心；另一方面，伴
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发展形态的演变，市民贫富分化现象日趋严重，不仅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

题，而且直接影响到统治秩序的稳定。因此，宋廷和部分地方政府在调整相关管理体制的同时，也注

意到对贫困市民的救助问题，采取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措施。本文试结合南宋时期江浙地区的具体情

况，①对此作一番考察和分析。

一、城市贫困群体与救助对象

晚唐以降，江浙地区的城市发展日趋活跃，逐渐确立起在全国的领先地位。与此同时，城市社会

的贫困化现象也在不断加剧。尤其是宋室南渡后，随着江浙各地人多地少矛盾的突出和土地兼并之

风的愈演愈烈，更多的农村居民涌入城市，城市人口的增长进一步加速，贫 困 群 体 的 规 模 越 来 越 大。

据估算，到南宋中后期，浙西的镇江、江阴、湖州、嘉兴、常州，浙东的庆元、温州、台州、婺州，江东的饶

州、信州、宁国（宣州）、池州，江西的赣州、抚州、吉州等府州城都有１０万人左右，浙东首府绍兴和江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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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“宋代城市社会救助体制研究”（０９ＹＪＡ７７００５８）的成果之一。
南宋时期的江浙地区，包括两浙东、西路和江南东、西路，其范围约当今浙江省、江苏和安徽南部、上海市和江西省。



首府隆兴均有３０万人左右，建康府城和平江府（苏州）城分别有八九十万人和近７０万人，都城临安的

城内外居民更是高达一百五六十万人。① 这数量庞大的城市人口，有相当部分属于“一日微于一日”的

贫困市民。临安号称繁华，“富冠天下”，但淳熙十六年（１１８９）宋孝宗诏令该府“将贫乏老疾之人措置

赈给”，事后知府张枃报告说，在城九厢和城南、城北两厢需要救济的贫困居民，“共抄札到二十六万八

千余口”②。这还是临安鼎盛期的情况，此后更是每况愈下。宋理宗时官至右丞相的杜范在谈到临安

城社会状况的变迁过程时说，嘉定年间（１２０８—１２２４），“人谓已非淳熙之旧”；绍定（１２２８—１２３３）、端平

（１２３４—１２３６）年间，“耳目所接，景象萧条，又非嘉定之旧”；至嘉熙四年（１２４０），“得于所见，又非端平

之旧”③。温州“向者家给人足，素号乐土”，到理宗时赵汝腾出任知州，看到的却是“闾阎困瘁，几不聊

生；庾帑空虚，殆无以立”④的景象。婺州原是浙东颇为兴盛的工商业城市，到南宋后期，学者王柏叹息

说：“金华今日之贫，与 三 十 年 前 亦 不 可 以 并 称”，“昔 之 为 富 家 巨 室 者 尚 有 数 年 之 储，今 无 兼 岁 之 蓄

矣”⑤。乾道二年（１１６６）由宣州升置的宁国府，“素为江左佳邑”，但宋宁宗以后，“市井萧条”⑥。吉州

素为“富州”，到理宗时已徒有虚名，“凋瘵之余，不幸犹蒙富州之名；民不幸十室九空，而公家犹意其储

蓄”⑦。平江府昆山县号称“壮雄”，到宋度宗咸淳年间（１２６５—１２７４），已是“时异事殊，公私交困”，“市

井萧索”⑧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：“在南宋市民阶层中，真正富裕的属于少数，大多数处于贫穷状态。

从这个角度讲，所谓城市的繁荣实际上是少数人财富的增长，而不是市民阶层的普遍富裕。”⑨

进一步来看，南宋江浙城市的贫困群体具体可以分为两部分：一是所谓的“贫民”，包括下等坊郭

主户和不入等的客户，他们收入微薄，而且很不稳定，“一日失业，则一日不食”瑏瑠，常常需要救济才能勉

强维持生计。特别是在灾荒年份，更有赖于官府的救助。如宋孝宗时，朱熹在江东南康军赈济，将当

地坊郭居民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其中下等居民是指“贫乏小经纪人，及虽有些小店业，买卖不多，并极

贫秀才”瑏瑡，属于主要救助对象。后来真德秀在太平、广德等地救济，也采取类似的方法，将城乡居民划

分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等，“惟城市则济戊户而粜丙、丁”瑏瑢。随着社会贫困化现象的发展，贫民在城市

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。宋光宗绍熙五年（１１９４），临安府奉诣救济城内外贫民，“计五万余家，约

三十万人”瑏瑣。宋 理 宗 宝 祐 五 年（１２５７）十 二 月，浙 东 庆 元 府 救 助 府 城 诸 厢 贫 民，共 有“二 万 三 十 四

口”瑏瑤。按照当时庆元府城１０余万人的人口规模瑏瑥，仅纳入官府救济范围的贫民就占了其中的五分之

一。二是所谓的“穷民”，包括丧失自主生活能力的老弱病残之人，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者，以及既无

职业又无居所的流浪乞丐等。与贫民相比，穷民的生活更为艰难，在民间慈善尚不发达的环境下，他

们往往只有依靠官府的救助才能生存。事实上，当时江浙各地城市所设的官方救助机构，有不少就是

专门面向穷民的。如绍兴元年（１１３１），浙东绍兴府救助街市乞丐，“抄札五厢界处应管无依倚流移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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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之人，发入养济院”，差“医官二名看治，童行二名煎煮汤药，照管粥食”①。绍兴三年（１１３３），浙西湖

州知州王回于州城奉胜门内霸王庙旁“为屋二十七楹，号利济院”，收养“孤病贫乏老病之人”，“月给钱

五百文，米六斗”②。绍兴十三年（１１４３），临安府设置养济院，“将城内外老疾贫乏之不能自存及乞丐之

人，依条养济，遇有疾病，给药医治”③。江西吉州吉水县丞黄闶和县令黄某在常平使者的支持下，利用

修葺常平仓多余的材料和部分没官房屋，于县城南创建居养院，“为屋十楹，日赡二十人”，常平司岁给

米５０斛以助，“自是，生有以养，疾有以药，没有以藏矣”④。宝祐五年（１２５７），庆元知府吴潜以“四明为

浙左大都会，城邑市井人物阜繁，则夫鳏寡孤独与瘖聋跛躃之民宜不能免”，遂创设广惠院，“合城内外

六厢瘝寡孤独瘖聋跛躃者廪于斯，额以三百人，视年之老稚为给之多寡”⑤。宝祐六年（１２５８），江东转

运副使余晦见建康城内外“鳏寡废疾之无所养者”多流离于街头巷尾，“图所以为赈赡之策”，于城中觅

一闲地，营建房舍６０余间，用以收养“无告之民”，取名“实济院”，“使天民之穷，免至夭折”⑥。

除了贫民和穷民，在特定情况下，城市贫困救助的对象还包括因灾荒等因素而形成的流民群体。

入宋以后，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土地开发的不断深入，环境破坏问题在江浙各地日益突出，导致自

然灾害频繁发 生。到 南 宋 时 期，这 种 情 况 更 为 严 重。据《宋 史·五 行 志》记 载，从 宋 高 宗 建 炎 二 年

（１１２８）至宋度宗咸淳十年（１２７４），在不到１５０年的时间里，江浙各地所发生的水灾，较具规模的就多

达１１０余次。每逢灾荒，大批农民游离失所，纷纷涌入城市，以求官府救济。如乾道三年（１１６７），两浙

水灾，“久饥之民，相比而集于城郭”。临安府以“饥贫人户多在本府城内外求乞”，奏请“支拨常平义仓

米斛，委官于近城寺院一十二处煮粥给散养济”。宋孝宗下诏准许，并令绍兴、平江、镇江、台州、秀州、

常州、湖州等地官府参照临安府的做法，对灾荒流民“疾速养济”。事后绍兴府报告说，该府“先就在城

置场煮粥，给散济养”，后来考虑到“城外乡村阔远，切虑饥流人奔赴不及”，遂又在“城南大禹寺、城西

道士庄添置两场”⑦。

二、城市贫困救助的内容

综观南宋江浙城市的官方救助活动，其内容相当广泛，涉及到不同贫困群体生存和生活的诸多方

面，其中主要有赈饥、救寒、助医、助葬等。

赈饥是各地城市最常见的救助活动，目的是帮助贫困群体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。尤其是在青

黄不接的冬春时节，粮食短缺，物价上涨，原本已是艰难度日的贫穷之民不免陷入无以为继的困境，故

官府的赈饥活动大多集中于这一时期。如绍兴三十一年（１１６１）二月，宋高宗下诏，“临安府城内外贫

乏之家，人给钱二百，米一斗，及柴炭钱”；同月，又令“逐州府差官抄札实贫乏之家，于见桩管常平仓钱

米内，依临安府例赈济”⑧。乾道九年（１１７３）闰正月，因雨雪连绵，“细民艰食”，有诏“令临安府将贫乏

不能自存之家，左藏南库支会子六千贯，丰储仓拨米三千石付临安府，分委有心力官日下巡门俵散赈

济，每名支钱二百文，米一斗”⑨。嘉定十二年（１２１９）十二月，都省奏言“岁晚严寒，细民不易，合议优

恤”，宋宁宗诏令“丰储仓所于桩管米内支拨二万石赴临安府，日下分头差官疾速抄札的实贫乏人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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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遍置场，赈济五日”①。由于赈饥对象涉及到不同的贫困群体，其救助活动往往颇具规模。如宋理宗

后期，吴潜出任庆元知府，每年都对府城贫乏之民展开钱粮救助活动。其中，宝祐四年（１２５６）十月赈

济１７６０９人，五 年 十 二 月 赈 济２００３４人，六 年 二 月 赈 济１７６５０人，开 庆 元 年（１２５９）四 月 赈 济２０４３９
人。② 临安的赈饥人口更是经常达到几十万人。如淳熙十三年（１１８６）十二月，孝宗诏令临安府赈济城

内外贫民，“于封桩库、丰储库支拨钱米，将城内外贫乏老疾之人，措置计口赈济”③，列入赈济范围的贫

民有２０万人。次年正月，再次进行大规模赈济，“每口支钱四百文，米二斗”，共支出“钱一十万贯，米

五万石”④。按每口赈济的标准推算，接受赈济的贫民有２５万人。淳熙十六年（１１８９），孝宗又下令临

安府赈饥，接受赈济者２６．８万余人。⑤ 绍熙五年（１１９４），临安城的赈济人口进一步增至“五万余家，约

三十万人”⑥。

救寒主要是帮助贫困居民渡过严冬时节，其内容因救助对象的状况不同而有所不同。大多数城

市贫民并无私家房舍，而是租赁公私房屋居住。每至冬季，工作机会减少，不少人无力支付房租，不免

流落街头，冻饿而亡。对此，宋廷和部分地方官府主要采取减免僦舍钱的办法，帮助贫乏之人渡过难

关。时人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卷六《骄民》中说：“都民素骄，非惟风俗所致，盖生长辇下，势使之然。若

住屋则动蠲公私房赁，或终岁不偿一环。”说临安分民终年不需支付房租，不免夸张，但当时朝廷减免

贫民房租的举措显然是十分常见的。这方面，《梦粱录》卷一八《恩霈军民》有更为具体的介绍：“遇朝

省祈晴请雨，祷雪求瑞，或降生及圣节、日食、淫雨、雪寒，居民不易，或遇庆典大礼明堂，皆颁降黄榜，

给赐军民各关会二十万贯文……兼官私房屋及基地，多是赁居……如遇前件祈祷恩典，官司出榜除放

房地钱，大者三日至七日，中者五日至十日，小者七日至半月。如 房 舍 未 经 减 者，遇 大 礼 明 堂 赦 文 条

划，谓一贯为减除三百，止令公私收七百。”对于居无定处的街头流浪人员，一般采取设置避寒场所的

方法，进行暂时安置。如嘉定二年（１２０９）十二月，天气寒冷，临安街巷间多有冻死者。宋廷在举行各

种赈济的同时，“其街市乞丐，令临安府支给钱米，责付暖堂”⑦。次年四月，又“诏令封桩库支降官会二

千贯文，付临安府充支给乞丐暖堂赁钱使用”⑧。

助医是对贫困群体的疾病救助，具体分为治病和施 药 两 方 面。其 中，治 病 活 动 主 要 有 诸 如 安 济

坊、安乐庐、养济院之类的救助机构负责。安济坊是从居养院等综合性救助机构中分离出来的，在北

宋后期就已出现。南渡后，逐渐成为浙江各地最常见的贫民疾病救助机构。安乐庐主要救助往来客

旅患病者，最初系南宋中期真德秀在潭州所创，后来为江浙地区不少官员仿效。如马光祖在江东当涂

县任职时，依真德秀之法，“创安乐庐，收养病人。凡行旅在途及传递过军罪囚等应有疾病，并许经提

督官自陈，书时收入，差医命药，全活甚众”。宝祐三年（１２５５），他以沿江制置使、江东抚使衔出知建康

府，看到当地“系军民杂处，商旅往来之冲，间有病于道途者，既无家可归，客店又不停者，无医无药，倾

于非命，极为可念”，遂按照当涂时规式，于城北门里创置安乐庐一所，“择僧看守，命医诊视”，其规模

宏大，设施齐全，“为屋凡百楹”，“钱粮成料给之仓库，汤药随证取之，官局床榻器具一一齐备，庖溷沐

浴各有其所，高明整洁，务使至者如归”。开庆元年（１１５９），马光祖再任建康知府，考虑到原有安乐庐

“僻处一隅，非惟官府耳目不及，而病者至庐亦已困殆”，于是在御街北醋库后又新创一所，规制更超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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庐，“其屋视旧庐增三之二”，“行道疾病之人全活者不可胜计”①。养济院原本属于综合性救助机构，南

宋时逐渐转变为以疾病救助为主。如创建于宋孝宗年间的隆兴府养济院（又称江南西路转运司养济

院）位于府城东崇和门内，规模宏大，管理体制完备，“胗治有工，药 石 有 剂，其 不 可 疗 者，亦 予 槥 椟 以

葬。职掌之人，皆赋以禄，俾供厥事”，“病而无归者多赖以全活”②。施药主要由分设于各州府的官营

药局负责，向贫困居民平价售药或免费发放药品。如平江府药局创设于绍定四年（１２３１），共费钱７８４５
缗，米３２３斛，有屋３５楹，又以钱２万缗作市药之本。由于本着“冀有益于人”、“弗赢于官”的目的，其

药品品质纯正，价格又低，故深受当地市民欢迎。③ 如庆元府惠民药局由守臣胡榘于宝庆三年（１２２７）

创设，共有１４处 药 铺。宝 祐 五 年（１２５７），该 药 局 免 费 散 药３８３５帖，开 庆 元 年（１２５９），又 散 药

２４９３帖。④

助葬是对贫乏无力下葬之家的救助，也包括无主尸骨的掩埋。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，安葬问

题也越来越突出。富裕之家固然可以在城外或乡村购地置墓，但对于大多贫穷市民来说，维持日常生

活尚且困难，根本无力购地安葬尸骨。至于流浪乞丐，更是只有暴尸街头了。早在北宋时期，江浙各

地就已开始建立漏泽园制度，即由官方设置漏泽园（又称义冢、义阡），作为公共墓地，用以收葬贫乏之

家死者、无主尸骨和客死他乡者。两宋之际，由于大规模战乱和社会动荡，不少州县的漏泽园或荒废，

或为豪民势家侵占。绍兴十四年（１１４４），有臣僚建议，“自临安府及诸郡凡漏泽旧园悉使收还，以葬死

而无归者”，宋高宗遂下诏：“临安府先次措置，申尚书省行下诸路州军，一体施行。”⑤于是，各地的漏泽

园逐渐恢复，有的城市进一步形成了颇为完备的助葬体系。如建康府先后在城外设置了１０多处公共

墓地，包括四门义冢８所，南北义阡２所，覆舟山下义冢１所，每处墓地的使用都有系统的规定，委派

专人负责管理。绍兴府城的漏泽园始设于北宋后期，南宋时其规模不断扩大。绍兴年间，守臣翟汝文

命山阴县收集四郊无主尸骸入园，所葬者数以千计。庆元元年（１１９５），提举浙东常平使李大性又增置

义冢两处，分别位于城外会稽县界镇坞和山阴县界洄涌塘傍。每处义冢采取男女别葬的方法，“男女

以辨，缭以周墙，封其四围，画图传籍，备录分藏，闾里、姓名次第刻著，申命缁黄”。至当年十月，“野处

之棺为覆藏者凡千二百九十有三”⑥。

三、城市贫困救助的方式

南宋时期江浙城市的贫困救助，在方式上可谓多种多样。不仅对不同贫困群体有着不同的救助

方式，就是同一贫困群体，鉴于不同的具体环境，也会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。

对于多数城市贫困居民来说，所面临的首先是微薄且不稳定的收入不足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水

平。因此，一般情况下，江浙各地对贫困市民的救助往往采取有偿赈济的方式，平价出售粮食（赈粜）

或发放低息贷 款（赈 贷）。如 绍 熙 年 间（１１９０—１１９４），知 袁 州 李 煴“撙 用 度，凡 厨 传 苞 苴 等 事 一 切 不

为”，用积余的经费，“储米 几 二 万 斛，名 之 曰 州 济 仓”⑦。后 仓 渐 废，知 军 滕 强 恕“复 立，名 州 储 仓”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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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泰年间（１２０１—１２０４），湖州设义仓，用以救助贫穷及“乞丐人之有籍者”①。南宋 中 期，知 徽 州 宋 济

“以水旱转粟崎岖，民多艰食，虽有常平仓及平籴仓，然必得报，不许专发”，乃“别积米五千石，建实备

仓贮之。米价稍涌，亟以原直售民”。以后历任知军多有增储，“范钟增置万石；刘炳又增籴五千石，创
添二廒，揭以端平之号，以年为记”②。淳祐年间（１２４１—１２５２），知南康军陆德舆“亟议赈恤，以郡有委

年积蓄羡余钱，筑仓储之，名曰淳祐义廪，民多赖之”③。这些义仓、义廪之类，所采用的都是赈粜方式。

在青黄不接的时节，或者遇到灾荒，即使是低价售粮，贫乏之家也无力购 买，只 能 采 取 无 偿 赈 济 的 方

式。如嘉定二年（１２０９）十二月，临安持续大雪，城内外米价腾踊，贫民无以为继，行乞者日众，甚至出

现了“闭门绝食，枕藉而死”、“弃子于道，莫有顾者”的惨象。宋廷本来一直采取赈粜的方式，见情况严

重，遂决定“将府城内外已抄札见赈粜人户，特与改作赈济半月”④，即临时由赈粜改为无偿赈济。这类

赈济有的是一次性发放钱米，如前文提到宋理宗后期庆元府的赈济活动，就是采用这种方式。有的考

虑到一次性救济无法帮助贫民渡过困难期，采取一段时期内逐日救济的方式。如绍熙五年（１１９４）临

安府对城内外贫民的赈济，“大人日给一升，小儿日给半升，日支米二千二百五十石，月支米六万七千

五百升，半年为期，约用米四十万五千石”⑤，其赈济时间长达半年。

与一般贫民不同，流浪乞丐之人既无职业，亦无定所，常年盘桓于街巷之间，沿门乞讨，稍有不继，

便暴死街头。对于这类人员，主要有两种救助方式：一是收养，即在一定时期（一般在冬春季）内将流

浪乞丐人员集中安置。如绍兴元年（１１３１），绍兴府奉旨对在城内乞丐和流浪人员进行大规模收养，并
制定了相应的奖惩措施。是年十二月十四日，通判朱璞报告说：“委都 监 抄 札 五 厢 界 应 管 无 依 倚、流

移、病患之人，发入养济院，仍差本府医官二员看治，童行二名，煎煮汤药，照管粥食。将病患人拘籍，

累及一千人已上，至来年三月一日死不及二分，给度牒一通；及五百人已上，死不及二分，支钱五十贯；

二百人已上，死不及二分，支钱二十贯，并令童行分给。所有医官医治过病患人痊愈分数，比类支给。

若满一千人，死不及一分，特与推恩。”⑥收养乞丐的起止时间，一般为每年十一月至次年春。遇到灾荒

年份，收养时间更长。如乾道三年（１１６７），浙西灾荒，大 批 流 民 和 乞 丐 之 人 集 聚 临 安，其 中“疾 病、残

废、癃老、羸弱、鳏寡孤独不能自存”者，到次年四月“尚有五千二百七十四人见行养济”，有司奏请延期

至“七月终住罢支散”，宋高宗“从之”⑦。二是定时定量发放钱粮。如隆兴元年（１１６３）十月，有诏临安

府救助“街市饥冻乞丐之人”，“以十月十五日抄札，十一月一日为始，俵散 钱 米，至 次 年 二 月 终 住 支。

大人日支米一升，钱一十文足，小儿减半”⑧。所谓“俵散”，即按照事先编定的救助人员名册和救济标

准，分别发放钱米。由于乞丐人数众多，集中收养要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，故各地更多地采用俵散的

方式。

对于老弱病残不能自存者，一般都采用收养的方式。有的是在综合性救助机构中设立专门的分

支机构负责收养，如浙东台州养济院分为两坊，其中一坊专门用于养老，名曰“安老坊”⑨。有的则单独

设立专门的养老机构，如严州淳安县安老坊创建于淳熙八年（１１８１），为屋二十四楹，“翎植坚致，窗户

明洁，垣墙庖湢，床几器用，咸备罔阙”瑏瑠。平江府昆山县的养老机构称安怀坊，由知县项泽于淳祐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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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（１２５１）创建，“在县东北一里十步”①。其所需经费以田租入充，“元管岁租五百余石，后为吏卒盆蠹，

不能续，老者乏食”，仓使董某和左司朴某重加整顿，“委寓士提督，革旧图新，量入为出”，遂“以百员为

额，终岁均得一饱”②。江阴军的养老机构称安济院，由知军戴溪于嘉泰四年（１２０４）创设，“食老而无归

者若干人，月给常平、军资库钱米，冬夏各有支犒”③。

部分城市还有育幼方面的救助，具体分为助民举子和收养弃婴孤儿两个方面。助民举子是救助

贫穷之家抚养小儿，大多采取发放钱粮的方式。如南宋后期黄震知抚州时，“诸坊厢委系贫乏妊妇无

力养育之家，诉于临产之时，经坊长保明申上，支保产米一石，会子五贯”④。徽州设有育子库，“民贫有

育子者，取助之”⑤。弃婴孤儿一般由救助机构负责收养，不少州县设有专门的育幼机构。如湖州有散

收养遗弃小儿钱米所，“贫民有生子不举，弃之道路者，募乳妪收养之，月给米一石，七岁而止”⑥。又有

婴儿局，亦采用雇乳母养育之法，“有弃儿于道者，人得之，诘其从来，真育弃儿也，乃书于籍，使乳母乳

之，月给之粟。择媪五人为众母长，众乳各哺其儿，又 一 人 焉 以 待 不 时 而 来 者。来 者 众，则 益 募 乳 收

之”⑦。建康府有慈幼庄，后改称及幼局，专门收养“府城内外诸厢贫民遗弃小儿”⑧。赣州有慈幼院，

“收养弃子，括根诸邑逋租赡焉”⑨。临安府有慈幼院，“支给钱米，收养遗弃小儿”瑏瑠。

四、余论

通过前文的考察和分析，可以看出，南宋时期，传统社会救助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：一方面，官方

救助活动开始突破原来的荒政模式，由临时性的灾荒救助转向日常性的生活救助，进而呈现出构建社

会保障体系的趋势；另一方面，针对城市发展和城乡社会的不同特点，采取不同的救助内容和方式，而

且城市越来越成为官方救助的重点。

不过，此期城市的贫困救助是很完备和不稳定的，许多救助活动实际上是部分官员的个人行为，

而不是成熟的制度，因而常常出现随官员调动而变化的情况。即便是有些已经制度化的措施，在实施

过程中也深受各地官员个人好恶的影响。如从绍兴八年（１１３８）起，宋廷多次下诏，“禁贫民不举子，有

不能育者，给钱养之”瑏瑡；“州县乡村五等、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，生男妇而不能养赡者，每人支免役宽

剩钱四千”瑏瑢；“每生一子，给常平米一硕，钱一贯，助其养育”瑏瑣。但这些法令在不少地区并未得到切实

执行，甚至连天子脚下的临安府也是如此。绍兴二十二年（１１５２），司农寺主簿盛师文奏言：“顷尝指挥

州县，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赡养者，每人支钱四千，后给支义仓米一石。然近于临安市井穷民，未闻有

得斗米千钱者。”瑏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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